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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培恒  

        谈蓓芳收在这部论文集中的论文，发表最早的是《明代后期文学思想演变的一个侧面——从屠隆到竟
陵派》与《重评梁代后期的文学新潮流——以萧纲、萧绎为中心》，都发表在1989年。最晚的则是发表于
今年的《〈玉台新咏〉版本补考》和《试论〈狂人日记〉的历史渊源——对其创新所在的别一种理解》。
从1989年到2006年的十七年间，公开发表的论文就是收在集子里的这十八篇，数量不可谓多，但质量之
高却使我很为钦佩。 

        正如本书的书名所宣告的，谈蓓芳研究的是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并且兼顾“论”、“考”两个方
面。上举的四篇论文的题目就正显示了这一特色。而更重要的是其研究的深度。每篇都具有见解新颖，思
维敏锐、缜密，论据充分同时也意味着学识渊博的长处，何况其研究面又如此广阔！就此论之，十七年间
在承担教学和本职的科研工作之余，能发表这样的十八篇论文，真是谈何容易！ 

        《重评梁代后期的文学新潮流——以萧纲、萧绎为中心》对长期被贬低乃至否定的二萧的文学思想及
诗歌创作作了高度的评价。当然，以前也有极少数研究者肯定过二萧的文学思想，但却不曾作过深入的阐
发，例如已故朱东润师就在其《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中分别评二萧之说为“真近代论文所称浪漫之极
致”、“直抉文艺之奥府”，那固然是吉光片羽，弥足珍贵，唯限于该书体例，未曾作进一步的论证；至
于二萧的文学创作，其所受到的冷遇和蔑视更甚于其文论。所以，像此文那样地从文学的性质和中国文学
的演进着眼来考察二萧的文学思想，以艺术感染力及其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新变为视角来考察二萧的
诗歌创作，并对之作具体而深入的剖析，论据充分、论证严密地抉发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积极意义和贡献
的，实为前此所未见。何况它发表于1989年，文中的观点在当时是算极其出格的。证据是:我在1987年发
表了一篇论文《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评价》，对魏晋、南朝文学作了若干肯定，较此文还要谨慎得多，
却已遭到了严厉的批判，一位先生在1988年发表的《究竟应该怎样评价魏晋南北朝文学——与章培恒同志
商榷》中说:“这是章文对六朝唯美文学的高度赞扬，也是结合当代新观念——自我表现——所作的结论。
研究古代文学史是为了今天和明天。难怪这几年来诗歌、小说的创作总是强调远离现实，表现自我；文学
理论界也大力强调文学的主体性，反对现实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一概说之为庸俗社会学。文学
创作既然不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那‘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自然也就是不必要的了。”
原来，在那个年头“赞扬”“六朝唯美主义文学”是可以被视为排斥“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不要



“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因此，要写《重评梁代后期的文学新潮流——以萧纲、萧绎为
中心》这样的文章，不仅需要识力，也需要胆力。 

        上举三篇中还有一篇也是涉及六朝文学的，那就是《〈玉台新咏〉版本补考》。假如说上一篇以理论
的分析见长(当然也需要掌握大量的材料)，这一篇就是纯考证的文章了。至迟从明末以来，学术界在《玉
台新咏》版本问题上的认识就处于“治丝愈紊”的状态，把一种本就残缺不全、又经过明末人篡改的《玉
台新咏》版本——赵均刻本——当作了最接近此书原貌的、最忠实可靠的本子，不仅否定了保存在《玉台
新咏》其他版本中的为原书所有的诗篇，而且根据此本来考证《玉台新咏》的成书时间。至于造成这种现
象的原因，则是赵均刻本卷末有南宋人陈玉父所写的《后序》，研究者就认为其出于南宋陈玉父刊本，可
信度极高；同时，此本所收萧纲诗均署名“皇太子”，研究者又认为这是此本还保留着徐陵编《玉台新
咏》时的原始面貌的铁证——因为一般认为《玉台新咏》是萧纲为皇太子时所编。而在《〈玉台新咏〉版
本补考》及其于上一年发表的《〈玉台新咏〉版本考——兼论此书的编纂时间和编者问题》中，谈蓓芳教
授则以确凿的证据证明了赵均刻本的底本原无陈玉父后序，这是赵均从其他本子中窃取过来、拼凑上去
的。而且她还发现了北宋前期晏殊所编《类要》中既引了《玉台新咏》的“梁简文”(萧纲的谥号)诗，又
引了《玉台新咏》所收的“皇太子”诗，不过“皇太子”诗不是萧纲的作品而是萧统所作；据此她又进一
步指出:北宋人所见的《玉台新咏》是既收“梁简文”萧纲的诗，又收有“皇太子”萧统的诗的，不过不称
他们的姓名，只分别称为“梁简文”、“皇太子”；而且，该书在收同一作者的若干篇诗时，一般只在第
一首下署作者，以下几首就都不署，只要原署于第一首下的作者姓名佚失，这位作者的所有的诗就都成了
排列于其上的另一位作者的诗了，而“梁简文”诗是收在“皇太子”诗之后的，所以在赵均刻本的底本中
只有“皇太子”诗而无梁简文诗，只是因为佚失了原列于“皇太子”以后的诗篇的作者署名——梁简文—
—而已。就这样，她不但有力地证明了长期被视为最具权威性的《玉台新咏》赵均刻本之不可靠，而且同
样有力地证明了《玉台新咏》编成于萧纲死后——否则怎么会称他的谥号？ 

        这实在是《玉台新咏》研究史上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因为不仅解决了《玉台新咏》的版本问题，
更引发了对《玉台新咏》编纂时间的重新思考，并且在我看来还必将引发对此书编者问题的怀疑——《玉
台新咏》长期被认为是徐陵受萧纲之命所编，现在既已知道《玉台新咏》编纂时萧纲已经死去，其时徐陵
已在暮年，又已经过了改朝换代——梁亡陈兴——的大变化，徐陵为什么还要编这部“艳歌”——徐陵
《玉台新咏序》中语——集呢？当然，这是就此文的结论而说的；若就其考证的功力而言，那么，其掌握
材料的全面，观察的细致、深入，思维的敏锐、缜密，都已臻于上乘。记得陈建华博士在回忆其于1979年
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时的情况说:“那时复旦中文系的风气崇尚实学，有朱东润、蒋天枢、陈子展等老
先生，都恢复带学生，于是旧学光复，骎骎然极一时之盛，虽然现在看来也像是夕阳烂漫。”(《革命的
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后记》)其最后一句虽然颇有些伤感的意味，说的却是事实。谈蓓芳教授也
是1979年进入复旦中文系的，不过当时还是本科生，陈建华博士则是研究生；她的这类考证，正是经历了
那种“旧学光复，骎骎然极一时之盛”的风气的熏陶的结果。 

        上举三篇中的另一篇《明代后期文学思想演变的一个侧面——从屠隆到竟陵派》的研究对象虽是明代
文学，迥异于前两篇之以六朝文学为研究对象，但也同样富于创见。最重要的在于:一、发现了从李梦阳的
文学复古运动发展到袁宏道“性灵说”的桥梁——屠隆的文学主张；二、揭示了袁宏道前、后期“性灵
说”之间的巨大差异及其转变的时间。这既进一步阐明了李梦阳复古运动的进步意义及其与晚明文学新思
潮的联系，也深刻地剖析了袁宏道“性灵说”的复杂内涵，对理解明代文学从中期到后期的演化及其内在
脉络都很有贡献。 

        总之，谈蓓芳教授所研究的是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因而着重于宏观的思考，其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也
都以这一目标为中心。张业松副教授在评述她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文学的评价及其在这基础上的对中
国现代文学的下限的论断时说:“谈教授的论文明显建基于一部囊括有史以来迄于当前的中国文学通史的写
作过程中的具体断代处理，存在一种将20世纪以来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有机整合进中国文学史的宏观视阈
的迫切感；”(《中国现代文学的下限问题》，见章培恒、陈思和主编《开端与终结——现代文学史分期
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页200)我想，这是说得很好的。而且，她的非考证的论文都具有将其
研究对象“有机整合进中国文学史的宏观视阈”的热切意图，考证性论文则是为这一意图服务的。但与此
同时，她之将其研究对象“有机整合进中国文学史的宏观视阈”是植基于扎实的实证性的微观研究的，因
而不尚空论，言必有据。这也就是这部论文集的价值所在。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论考》谈蓓芳 著） 
来源：《文学报》2006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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